
关于王音近作的笔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1

  在诗与叙事尚未分离的晨曦中，宇宙时序运行的薄雾保护着人与世界情感
的原初形态，人类也依此而行，自然产生出富有节制的抒情和叙事。

   作为人和外界联结的通道，诗和叙事似乎共同持有世界存在的真相。

  也许此时，“画”与“写”还未彻底分裂开来，写“实”和写“意”也未
区分开来，一切表达从属于人和世界关系的需要：描绘和庇佑融合在一起。

——

 

    
   哲学家赵汀阳曾向王音谈起“今”的字源：它其实是个铃，铃的“舌头”

在碰撞时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今”。

“今”：一个警醒的声音，一个时刻。

   王音的绘画创作，回应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当代”：当这个时刻的钟声
响起的时候，它既包含了所有的过去，也是未来开始的征兆，它警示着：我们
应该面向所有，犹如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 

    这个声音，有可能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导致的
回响。

1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

——

          我发现这些工作的推进与演变，不断在接近某种类似“幸存”的特征，这
是我最近感觉到的。3

       艺术中幸存着什么？什么是幸存的艺术？是否有一天会因应我们和绘画的
遭遇，某种表情、某个纹样、某块光斑、某种厚实的笔触，某个熟悉而又陌生
的造型……会让我们出其不意地收获隐秘和复杂的情感经验，从而打开时间的
通道，挽回被时代扼制的对人类生活的想象，以及“被粗糙的思想与观念的杂
草所遮蔽着的‘内在理路’”呢？

       如果这个包含着“幸存感”的时刻，是一个涵盖所有过去，同时也是在变
动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将如何穿透绘画的有限性？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有
限性，绘画才可以成为让这个时刻浮现的媒介。

       而我感到王音是那么样珍视时间的馈赠，他唯一的依据，甚至只剩下手中
的画笔。

——
                                       
          犹如某种事件之后的幸存者，不再受制、纠结于当时环境给予的明确暗示，
在这儿，首先，只剩下了“个体”——焕发出耐人寻味的多面性，或者，显现
出如联体一般的个体集群；相应的，绘画也成为某种“多重变体”，蕴含着再
次变化的期待，期待着，一旦某天，笔触和色调微调，她们就将走向另一个年
华，走向某种残存的生存意识的再造。

         在这阻断感伤的沉静中，画中场景让我们回到人类孩童时代的庄严和脆弱，
在这之后，人类纯真的茫然一再被制度化为某种世故的表情，而这些绘画，不
是为了挽回和再现某种表情，这些绘画，勿宁是为了探究这些表情如何重回无
辜的造型，以此让造型成为一个个不拘于时代的“场所”，成为人类现时还存
有自然和自在之处的见证。

                                                       胡昉，2020

3    王音与作者的对话，2020 年 8 月。
4    引自王音访谈：《编新不如述旧》，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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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今”之铃声延伸到表演艺术，我们的视线也许可以重新投向“传

统”的中国戏剧。在京剧那看似程式化的表演组织中，启发着布莱希特的“间
离效果”思考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感悟；而戏曲表演举手投足中对人性的
洞察和提炼，不正呼应着《古诗十九首》对人类生存价值烛照的微光？

  表演性的问题作为某种参照，对探讨如何在绘画的成规中“似演非演”似
有借鉴的作用。如果说，在表演上和角色保持距离的“似演非演”，有效地同
时表现了对象和表演本身，那么，在绘画创作上有意无意的间离，何尝不也是
对自身位置的探寻和诘问，使得绘画过程不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当我观程砚秋、谭鑫培先生的剧照之后再看王音的某些画面，会浮现出“体
态感”或“形状感”这样的词；同样，反思二十世纪现代西方戏剧的实践，比
如：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王音绘画的另一种状
态：“剥离”，剥离多余之物。

  究其实，王音的绘画总是逃离特定的、单一的经验状况，当我们面对这些
绘画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更为复杂的“情动”和解读，而所有这些解读，最
终都将是对意义的释然和偏移；进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王音在不同阶段的创
作调整，也是在绘画中持续减去附会意义的过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在这探索过程中，绘画的“技”与“道”的关系不断转换，从而滋生出种种凝
炼而又层次丰富的“可感性的时刻”，持续让我们瞥见某种只有通过陌生化的
经验，才能达至的人性中至为深沉、至为普遍的情感结晶。

——

   我感到，王音近期绘画中的清朗之“象”，似乎回应着晨曦中的钟声。这
是守夜者期盼的黎明，是某种深情厚意的凝聚物——出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
甚至是被遗忘的情感；这里面所涉及的情感线索和理路，因应每个人不同的生
命经验，生发出不同的感触。而王音将绘画作用于人的方式重新归功于绘画本
身谦逊的力量，这是艺术有可能成就的、和自然相似的、复杂而单纯的力量。

——

  据说“象”这个字的本源，来自上古时代，那时，中原一带的天气还很温暖，

黄河流域有不少大象。气候变化之后，大象南迁，只有“象”的意识留存下来。

  通过“迹”而感受“象”，循“迹”而追寻那个消失的但实有的东西。 
相比之前强调“地域口音”的实践，王音近来的工作，让我们无法不去思量和
想象：当代绘画实践，有没有可能回应一种绘画中“共有”的东西，它看不见、
摸不着，但借助充分的绘画实践我们可以感触到它——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它为
某种共有的、本源性的绘画意识？

  就像我们今天可以体会到塞尚和董其昌之间某种遥相呼应的“画感”，或
者，今天可以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造型和线条，体会到它们和早期文艺复兴绘
画状态的某种空谷足音的神似？

 一种共通的、看不见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  
 

        一种凝炼的、原状的东西。

 一种“象”。

  关于绘画的共同经验，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共同经验。而艺术，
在何种意义上，将是人类生活继续存在下去的需要？此时，我不时回想起王音
所说过的：“绘画是重新组织生活的方式。”

——

“象”作为某种参照，对于我们探讨“共同经验”为何物似有借鉴作用。例如，
“渔樵”之象，数千年来，不仅在中国文人画，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不断浮现，
不断演化着。今天，当我们切入“渔樵”之象的内在精神，似乎也可有全然不
同的形态可供联想和延伸。例如，本雅明笔下现代都市的“浪游者”(flanerie)，
以在都市丛林中“游荡”作为思想生产的方式；另一种时刻，贝克特笔下具有
自我放逐感的“流民”，也可成为和“渔樵”对话的意象： 

   当我在外面时，早晨，我走去迎新太阳，夜晚，当我在外面，我也是
如此……有生命的灵魂啊，你们会看到它们是相似的。2                  

        也许，正是从这种“无为而作”中，艺术实践有可能驱近一种本源性
的劳作，一种修复整体性存在的劳作，一种切入到生存基底之“象”，伴
随着永恒的探索，和平静之下潜伏着的激进。

2    萨缪尔·贝克特：《被驱逐的人》，收录于萨缪尔·贝克特：《四故事》，邹琰、涂卫群、
曾晓阳译，湖南文艺出版社，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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